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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3，我們與強調

中央集權的思路和改

革實踐中行政性放權

的思路發生了分歧。

與前者不同，我們主

張分權而不是集權；

與後者不同，我們強

調制度化的而不是政

策性的分權。

十多年來，政治制度及其變革似乎已成為中國命運的咒語。一方面，由於

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變革，巿場化經濟變革雖然給中國帶來了迅速的發展和繁

榮，卻也同時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弊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制度的咒語仍然在

迷魘j初醒的中國。另一方面，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常常被

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萬能良方，可以在一夜之間清除集權、腐敗和落後。在這

個意義上，政治變革也如同是一種咒語，似乎只要多多念叨，就能為中國帶來

福祉。現實和理論的這樣兩極發展，從積極方面來說，正在為中國的大規模政

治變化積蓄動力； 而從消極方面來說，則可能把未來中國的政治變化導入以破

壞與重生舊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歷史軌道，從而妨礙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發育

和建設。

為中國政治「解咒」，是歷史的和民族的任務。本文的目的，僅在於探討現

實的政治變革思路，為這樣的「解咒」提供可能的選擇。簡單地說，這種選擇就

是以「制度化分權」為核心的「政治自由化」。那麼，甚麼是政治自由化的內涵？

為甚麼可以把「制度化分權」理解為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而「制度化分權」又具有

甚麼政治涵義？它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變革中國政治？它與政治的民主化有甚麼

關係？它應用於中國政治現實的可能性有多大？為甚麼中國的政治變革應該以

制度化分權與政治自由化為首要的內容和進一步發展的前提？這都是本文將要

研究的問題。

制度化分權的三層涵義

在分析中國目前變革過程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時，我們提出了「制度化分

權」的思路1。我們認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緊張關係，說明了中國現行政治制

度的整體衰退，構成了這一制度內部的中心危機。變革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

係，以改造現有政治結構和法律體系的方式來實現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權，使

論 制 度 化 分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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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中國共產主

義政治制度下，權力

不僅集中於國家，甚

至集中於黨的最高領

袖個人。這種政治結

構在中國的實踐不斷

表明，它既妨礙效

率，又壓制參與；既

毀滅公正，又破壞穩

定。要改變這種政

治結構，就必須實行

分權。

地方與中央在相對獨立與平等的基礎上各自加強其一定方面的權力，在國家政

治體系中給予地方政府的獨立自主性以合法地位，從而保護和鼓勵其促進社會

經濟發展的功能；同時重構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以維護國家的整合與統

一，從而支撐與加強其國際政治功能，就是我們所說的「制度化分權」。在這

D，我們與強調中央集權的思路和改革實踐中行政性放權的思路發生了分歧。

與前者不同，我們主張分權而不是集權；與後者不同，我們強調制度化的而不

是政策性的分權2。

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看作中國制度變革中的軸心問題，等於包含j一

個意思，就是說，通過這一關係的變革，可以進一步重新構造整個政治制度。

或者說，「制度化分權」可以進一步延伸與深化，從而觸及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

其他層面。至少，「制度化分權」還有另外兩層重要涵義。

第一層涵義，是沿j國家與社會（state-society）的關係展開。國家對於個人

與社會組織的高度控制，國家權力幾乎無孔不入，是傳統的共產主義極權政治

制度的根本特質3。實行國家與社會的分化，實現個人與社會組織的相對獨立的

權利，就必然表現為從國家政權分散權力到公民個體及其自主組織。這就是從

國家到社會、從政權組織到公民個體的「分權」過程。這種分權要不要制度化

呢？就是說，是不是需要以法律形式、以重新結構政治體制之形式，來將政權

與公民之間各自的權利與權力界定下來呢？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沒有這

種界定，則國家強大時國家就可以隨意侵犯個人權利，而國家弱化時則個人可

以無視國家權威。目前，兩種症狀在中國都已經出現4；在這一方面採行「制度

化分權」也因此成為當務之急。

「制度化分權」的再一層涵義，是在同一層級上的國家政權內部打破權力高

度集中的局面，實行一定的權力分散，以達成權力的分工與制衡。在傳統的中

國共產主義政治制度下，權力不僅集中於國家，在國家內部也不僅集中於中

央，而且在中央則更進一步集中於黨，集中於黨的最高機構，甚至集中於黨的

最高領袖個人5。這種政治結構在中國的實踐不斷表明，它既妨礙效率（因為行

政權力與政治權力不分），又壓制參與（因為個人決斷代替廣泛參與）；既毀滅公

正（因為權力的集中而產生腐敗與不公，也因為司法權力與監察權力不能獨立而

難以彰顯其功能），又破壞穩定（壟斷權力的更替與爭奪、壟斷權力者想法的改

變等等，都產生政治不穩定）。要改變這種政治結構，也必須實行分權。同樣，

這種分權也需要制度化，以明確界定不同權力分支的性質、功能與責任，一方

面加強不同權力分支本身的效率，另一方面達成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

政治自由化的分權內涵

「制度化分權」的以上三層涵義，正構成政治自由化的核心內容。一般說

來，非民主制度政治變革的過程，常常被劃分為「自由化」與「民主化」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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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兩個方面。其中，所謂結構論 （structuralist approach）的一派，以政治發展學

說中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為基礎，強調民主化政治變革過程中

的經濟、社會等結構性因素。早期，這一論點強調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對於民

主化政治變革的制約6； 後來以達爾（Robert Dahl）研究民主化過程的經典

著作《多元政治》（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為代表，發展出更

為系統的觀點7。達爾將民主化過程分為兩個方面，即自由化（liberalization）

或「公共競爭」（public contestat ion），以及包容化（inclusiveness）或參與

（participation）。簡單地說，達爾認為，通過自由化在先而包容化在後的政治發

展過程，往往能夠成功地建立多元民主的政治制度； 而如果是首先發展包容化

即政治參與，則鮮有成功建設民主政治的實例8。

與結構論不同，戰略選擇論（strategic choice approach）或精英選擇論（elite

choice approach）提出了另一種民主化理論。簡單地說，結構論強調既定社會經

濟結構對民主化發展的制約作用，而選擇論則強調精英階層在轉型中所採戰略

對民主化的決定性作用9。這一派的代表學者同樣強調政治自由化的重要性，不

過卻另外定義了其內涵。比如說，奧當奈（Guillermo O'Donnell）與史密特

（Philippe C. Schmitter）在他們研究權威主義政權向民主化轉型所得的重要

結論中，首先強調可以把這樣的轉型過程區分為「自由化」和「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兩個階段。在他們看來，所謂自由化，就是發展個人與社會組

織的權利達到不受國家或其他力量任意干涉的政治發展階段。在這個基礎上，

才可能實現所謂民主化，即按照公民統治的原則使用這些權利於政治事

務上，並逐步擴大政治參與的範圍bk。在權威主義政治下，如何「打開」封閉的權

威主義政治制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自由化正是「打開」權威主義政體從而發

展民主化的必經階段bl。

總結上述不同的政治轉型理論對政治自由化內涵和作用的界定與分析，我

們看到，他們是從不同方面強調了我們所說的「制度化分權」的內容。其中，

達爾關注的是如何發展政治競爭。 他認為，只有在競爭機制相對成熟之後，大

規模的群眾參與才有可能實現。奧當奈與史密特則側重民主的社會化內容，強

調個人與社會團體通過政治自由化而落實本身的政治權利。歸結起來，政治自

由化的概念可以包括兩個重要內容： 第一，實現個人與社會團體的政治權利；

第二，從政治壟斷發展到政治競爭。換句話說，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言，政

治自由化是國家歸還和落實個人權利的過程，是個人增加私性空間因而增加

政治自主性的過程； 就國家以及社會的內部構造而言，政治自由化是促成多元

政治力量出現並形成政治競爭態勢的過程。

「制度化分權」的概念，則不僅包涵了這樣的內容，而且在三個方面突出、

豐富和深化了政治自由化的內涵。第一，制度化分權突出了對於政治結構本身

的關注，突出了政治變革的制度性內涵，把自由化即「分權」（decentralization）與

解構（de-construction）和制度化即重構（re-construction）與權力合理劃分（division

of power）結合起來，把變革過程聚合為舊制度的解體與新制度的建設相一致的

歸結起來，政治自由

化的概念可以包括兩

個重要內容： 就國家

與社會的關係而言，

政治自由化是國家歸

還和落實個人權利的

過程； 就國家以及社

會的內部構造而言，

政治自由化是促成多

元政治力量出現並形

成政治競爭態勢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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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第二，制度化分權把政治競爭的發展界定為權力分工與制衡發展的過

程，並區分了「地域分權」與「首府分權」兩種形式bm，從而不僅在概念上深化了對

非民主制度下政治變革過程的認識，而且在實踐中發現了權力壟斷格局下逐步

發展政治競爭的實際動力與承載體。第三，制度化分權的思路打破了將自由化

與民主化截然分開並靜態分析的可能誤區，從而在實踐中可以幫助避免兩種傾

向：一種是看不到自由化過程中的民主化內涵，從而取消自由化過程，以民主

化替代和吞噬自由化，主張以迅速發展大規模參與來改造現行制度；另一種是

把自由化局限於經濟領域，閹割其政治變革的靈魂。前一種思路往往過分強調

了公民參與政治決定的重要性，但是沒有看到公民本身需要政治成長與成熟的

過程，更忽略了公民作為個體其私性空間存在的重要性；而後一種思路則

使從經濟到政治的自由化邏輯流於自發，把制度的空間出讓給了傳統政治

架構。

擺脫國家控制與政治私性化

如果公民參與是民主化的核心內容，那麼，在權威主義政治制度的歷史背

景下，我們要問：具有個體自主性的公民從何而來？參與的渠道如何開闢？顯

在「極權主義」政治制

度下，國家控制基本

上是通過經濟生活的

控制、意識形態的控

制與高度動員參與等

方式來實現的。因

此，擺脫國家控制的

過程，是政治自由化

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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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需要首先實現個人和社會團體的政治權利。而這一過程，在這種歷史背

景下，往往首先是擺脫國家控制的過程。尤其在所謂「極權主義」政治制度下，

國家控制基本上是通過經濟生活的控制、意識形態的控制與高度動員參與等方

式來實現的bn。因此，擺脫國家控制的過程也必然體現在上述三個方面。

在經濟上擺脫國家控制的過程，主要屬於經濟自由化的範疇，我們這D不

多討論。值得注意的是，經濟自由化必定產生相應的社會政治後果，從而為起

碼的政治自由提供支持bo。但問題在於，這樣的經濟動力必須進一步發展為政治

自由化的有機內容，從而將經濟的自由化與政治的自由化在制度層面相結合，

形成社會變革的遞進邏輯。然而，在有關中國政治變革的觀點中，卻有兩種重

要思潮試圖把經濟自由化與政治自由化割裂開來。其中，浪漫民主主義思潮否

認經濟自由化的深刻政治含義，而新權威主義則強調經濟自由化而在實質上取

消了政治本身的自由化變革bp。

在共產主義的極權政治體制下，擺脫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和對國家強力動

員參與的抵制，是政治自由化的重要內容。在前一個方面，社會發生所謂「非意

識形態化」（de-ideologization）的變化，國家強制灌輸的霸權話語解體，人們的

意識空間得到拓展和解放。在後一個方面，社會則從高度動員向低度動員轉化

（de-mobilization），國家強制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方式趨於解體，人們的個體

自主性因而得到發展與提高。在思維和活動這兩方面的空間，必須更進一步，

得到制度性保障，個體自由和權利才有可能體現到民主化參與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治變革的首要特點與其說是以參與為主要內容的

政治「社會化」，不如說是政治的「私性化」。根據美國政治學家沙士內德

（E.E. Schattschneider）的區分，政治的「私性化」是意圖縮小政治衝突所涵蓋的規

模，而「社會化」則是通過擴大參與而解決政治衝突的過程bq。 美國經濟學家赫

史曼（Albert O. Hirschman）也觀察到，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有在參與公共生活與

注重個人空間之間搖擺的特點和規律； 前一方面與社會運動的興起相聯繫，而

後一方面則表現為政治的「私性化」br 。通過政治的私性化，民眾獲得具有個

人自由的政治空間。這樣的空間具有不為國家權力所任意滲透的特點，它因此

是「私性」的；但是，也正是在抵制國家權力任意干涉的意義上，這種空間又是

具有深刻政治涵義的。如前所述，通過分權，在壟斷的權力架構中切割出這樣

的空間，並形成制度的、法律的保護機制，正是「制度化分權」的重要內涵。

分權、自治與政治競爭

「制度化分權」的思路，不僅僅強調了極權政治制度下的變革有一個解構過

程，更重要的，是它把新型政治制度（institutions）發育成長的建構過程放到中心

位置，並打通了從經濟變革到政治變革的平穩推進邏輯。如果說，在擺脫國家

控制、恢復個人自由與權利的過程中，僅僅通過解構也是可以發生政治上的自

在目前有關中國政治

變革的觀點中，有兩

種重要思潮試圖把經

濟自由化與政治自由

化割裂開來。其中，

浪漫民主主義思潮否

認經濟自由化的深刻

政治含義，而新權威

主義則強調經濟自由

化而在實質上取消了

政治本身的自由化變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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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變革的實踐

中，有三種分權過程

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

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

分權；第二是所謂

「黨政分開」； 第三是

在分權過程中出現的

農村自治現象。

由化結果的；那麼在打破政治壟斷走向政治競爭的過程中，則單純的解構政治

壟斷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失序，自由反而會受到無政府狀態的威脅。如果說個

人向國家爭取經濟、社會、進而是政治權利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自發

的、可以是組織狀態被打破的結果； 那麼政治競爭的形成就必須是政治力量和

政治結構重新組織（re-organization）的過程。一般地說，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政

治競爭若離開一定的組織形態，是很難存在和進行的； 特殊地說，在中國共產

主義極權政治制度下，要在政治壟斷的狀態下發展出具競爭力的政治力量，若

單純以個人權利為依歸而一味擺脫國家控制，不僅可能拖延政治變革過程，更

可能付出社會巨大失序的代價。

在中國變革的實踐中，由於分權而產生的生機勃勃與由於非制度化而出現

的紊亂失序目下正並存共生，怎樣保持其生機而規範其混亂，就成為制度化分

權思路的一個中心思考點。目前看，有三種分權過程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

央與地方之間的分權； 第二是所謂「黨政分開」； 第三是在分權過程中出現的農

村自治現象。

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首先是經濟性質的，主要j眼於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以促進經濟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這是經濟自由化在中國發展的一種特殊形

式。但是，它的後果很快就在政治上表現出來，使這個問題成為中國政治制度

演變中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一旦重新劃分（特別

是在地方力量成長到一定程度的條件下），傳統中央集權的政治壟斷體制就開始

在現制度內部出現以地方為基礎的競爭性政治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地方分權

正在成為從政治壟斷向政治競爭過渡的一種重要方式。打破壟斷的題目一旦破

題，規範競爭的議題就提上政治發展的議程。這個問題，我們另有專文論述，

此處不再重複bs。

目前鄉村民主的主要

內容不是表現為農民

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

與，而是農民通過選

舉和一定程度的自

治，在小範圍內將自

己的政治生活從國家

的控制中切割出來，

形成相對獨立的政治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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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制度化分

權」的目標是形成一

種具有「公共競爭」精

神的制度框架。在這

種框架下所發展出來

的參與，才會真正具

有民主的精神，而不

會等同於傳統共產主

義制度下的參與。

在過去曾經討論和有限推行的中國政治改革項目中，「黨政分開」是重要的

題目。研究1987年前後的大陸政治改革就可以發現，「黨政分開」甚至成為當局

自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的「首要關鍵」bt。雖然1989年的事變打斷了這種變革的進

程，當局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幾乎否定了當年政治改革的所有政策與成果，但

是，這種在不同權力機構之間重新劃分權力的思路，事實上正通過不同的方式

在實際政治進程中繼續發展。其中，人民代表大會自主性的提高，成為近年來

比較突出的政治現象。人大權力的增長，無疑對壟斷權力的共產黨黨委會開始

形成某種制約、威脅甚至挑戰ck。在政黨或其他政治性社會組織不被允許出現

之前，現行體制內部的不同機構之間的權力競爭，不僅在現階段形成了政治自

由化的重要內容，而且對推動未來更為深刻而廣泛的政治自由化將起j良性的

作用。如何在憲政架構上體現此種變化，如何連結這種政治競爭與民眾的政治

參與，就成為目下貫徹「制度化分權」的關鍵之點。

在全國範圍的政治變革受到壓制的情況下，中國農村緩進的政治變革開始

逐漸得到人們的重視。村級選舉是這種變革的集中體現。通過選舉，中國廣大

鄉村地區的基層政治生活開始發生變化，村民的自治權利開始得到一定程度的

落實cl。對鄉村政治生活本身而言，選舉改革當然是民主化的核心部分；但就全

國政治生活而言，村級選舉的主要政治含義卻在於實際地推進了制度化分權，

或者說在基層賦予分權以恰當的制度形式。換句話說，目前鄉村民主的主要內

容不是表現為農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而是農民在小範圍內對於自身公共

生活的自治。通過選舉和一定程度的自治，村民在小範圍內將自己的政治生活

從國家的控制中切割出來，形成相對獨立的政治空間。如何在國家政治生活層

面界定這種自治？如何將這種兼具參與、競爭與個體權利落實等多方面政治因

素的實踐導入國家政治生活？我們認為，只有按照「制度化分權」的思路，才能

重視並回答這樣的問題。

中國政治變革的現實道路

根據以上的簡略考察，本文認為，通過制度化分權而逐步變革現行政治制

度，是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可行道路。只有實行制度化分權，才能在打破

權力壟斷的同時，防止出現權力真空與社會失序；才能在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

同時，將變革動力自經濟領域導入政治領域；也才能培育具有制度根基的多元

政治力量與具有自主個性的現代公民，並逐步形成相對公平的規則以規範政治

競爭和真正的法制以保障政治權利。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的民主化變革才是

可能和可行的。

在實踐層次，我們看到，以分權為核心的政治自由化具有難以摧毀的頑強

特質，可以在極權政治制度下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從而成為變革非民主政

治制度的現實選擇。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激進的民主化要求每每以激昂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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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但是對實際變革極權政治制度卻作用甚小； 而與此同時，具有政治自由

化特質的政治變革卻每日每時地進行，其改變現實政治制度的深度和廣度，往

往大大超出當政者的允許或變革者的預期。這種自發性，是其力量所在，也是

其現實性所在。因此，無論從理想化性質的民主化概念出發，還是從現實政治

條件制約下的道路選擇j眼，中國的政治變革都必須借助分權與政治自由化的

這種自發性。

但是，僅僅是自發性的分權與自由化，還遠遠不夠。一方面，要保障與推

動它；另一方面，又要規範它，這就需要「制度化分權」了。說到底，「制度化分

權」的目標是形成一種具有「公共競爭」精神的制度框架，一方面限制權力的壟

斷，另一方面則限制自由的濫用。在這種框架下所發展出來的參與，才會真正

具有民主的精神，而不會等同於傳統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參與。如果不能明白這

樣兩種參與的區別，不懂得個性空間優先於公眾意志的政治原則，不接受權力

分割優先於民主選舉的政治安排，則無論怎樣談論政治變革，無論怎樣標舉民

主，都將不能驅除那鎮魘中國一個世紀而於今為烈的咒語；在集權專制與社會

動亂之間輾轉循環，會成為中國永難擺脫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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